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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 以惨烈载入吉尼斯

原题《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信阳事件”指的是 1959年冬至 1960 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

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

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

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本文摘自《领导者》杂志，作者为河南省信

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原题为《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大饥荒相关图书封面

1980 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

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 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

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

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

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 28 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 50 岁以下的

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

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

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

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 28年之后，错想

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 1956 至

1958 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

量是 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 800 万（实为 780 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

粮还在 300 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

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

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

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

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

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

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 200 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

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

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

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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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 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

10 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

往返三趟（约 50 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

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 17 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

“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

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

“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

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 1958 年夏

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 3200 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 7320 斤的“特

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
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

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

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 8 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

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着，《百年潮》1999年第 12 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

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

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

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 48925.7 斤，息县南瓜亩产 202735 斤，商城县日产铁 29074.6 吨，

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 64 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

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

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

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 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

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

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

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 9 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

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

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 350 亿斤，张

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

逐次下降为 250 亿斤，150 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

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

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 80 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

地委决定上报 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 72 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

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 16.8 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 30 亿斤

（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 16.8 亿斤后，只剩下 13.2 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

食只有 160 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 100 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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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

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

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 10 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

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

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

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 3300 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

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

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

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

冬季共拦截收容 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

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 2000 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

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

有 12000 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 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

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

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

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

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 1959 年比 1958年减少 15%，1960 年比 1959年又再

减少 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

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

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 12 月 17 日光山县委《关于

“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

“死亡人数 25 万，死绝的户数就有 5647 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 120 人中，饿

死 72 人，占总人口的 60%，16 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 1503 人，占

总人口的 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 11月到 1960 年 7 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

正式逮捕 1774 人，其中 36 人死于狱中；拘留 10720 人，有 667 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

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 45 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

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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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

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

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 年 9 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

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

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

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

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

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

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

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 年第 6 期上。）

1960 年 2 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

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

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

说，我已经 4 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 20 到 30 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

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

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

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

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 3 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 105
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 700 万斤救

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

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

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

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

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

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

1960 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 月份，李先念到信阳

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

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

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

地说：“ 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

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

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

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 452 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 1844名开赴信

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 9 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

敏二人，其余 7 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 8 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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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各部门挑选骨干 1483人，组成了近 3800 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

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

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

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 20 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

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

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

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

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

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

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

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 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

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

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

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

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

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

打死只是一例； 1960 年 10 月 5 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

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 40 多个农民，打死 4 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

亲自拷打农民 92 人，打死 4 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

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

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

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

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 4000 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

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

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

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

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

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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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

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

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

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

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

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

“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

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

“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

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

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

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

“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

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 年 5 月 22日，信阳地委上

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

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 37.2%，林业破坏 70%，牲畜

减少 20%多，家畜家禽减少 60%以上，荒芜土地 246 万亩，倒塌房屋 116.5 万间，摧毁村庄

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 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着名的贫困地区，是

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

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

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 80 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

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

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

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

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

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

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 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 年天公作美，

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 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 948 毫米，大于 1953 年 836
毫米，1961 年 862 毫米，1966 年 637 毫米，1976 年 733 毫米，1978 年 701 毫米。只是时

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 30 亿斤，比 1958
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 300 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

“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着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

记载，1959 年 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和 1958 年，更为接近

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

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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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

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

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 11 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

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

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

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